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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  要:对先秦儒家技术思想的研究需要摆脱以往就思想谈思想的简单方式,而厘清和剖析

先秦儒家自然观作为先秦儒家技术思想的基础,将使得先秦儒家技术思想在内容层面和视角层面

获得更深入和更全面的研究。先秦儒家“天行有常”“制天命而用之”和“仁民而爱物”自然观为先

秦儒家技术思想分别奠定了本体论、主体性和生态性的“基础”。同时,先秦儒家自然观中整体的、

和谐的、有机的生态理念,为当下丰富马克思主义生态观,并解决技术思想人文性和生态性缺失及

生态危机,提供了宝贵的生态启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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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:ThestudyonConfuciantechnicalthoughtsofPre-QinDynastyneedsto
getridofthesimplewayoftalkingaboutideasbytalkingaboutideas.Deeperand
morecomprehensivestudyonConfuciantechnicalthoughtsofPre-QinDynastywill
ensueatboththecontentlevelandtheperspectivelevelbyclarifyingandanalyzing
theConfucianviewsofnatureinPre-QinDynastyasthefoundationofConfucian
technicalthoughtsinthatperiod.TheConfucianviewsofnatureofPre-Qin
Dynasty—“natureisthetruelaw”,“thedestinyofheavencanbecontrolledbythe
people”and“loveallthepeopleandtheworld”,respectivelylaythefoundationfor
theontology,subjectivityandecologyofConfuciantechnicalthoughtsinPre-Qin
Dynasty.Meanwhile,theConfucianviewsofnatureofPre-QinDynastyadvocatea
holistic,harmoniousandorganicecologicalconcept,whichprovideuswithvaluable
implicationsonenrichingecologicalviewsofMarxism andsolvingthelackof
humanismandecologyoftechnicalthoughtsaswellasecologicalcrisis.
Key words: Confucianism of Pre-Qin Dynasty;view of nature;technica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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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纵观中国古代思想史及中国古代技术思想

史,先秦百家争鸣的“黄金时代”既是对夏商周以

降先古思想的继承与总结,又开创性地为之后的

古代传统思想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在此意义

上,对中国古代技术思想“源头”的先秦技术思想

进行深入研究,显然是当代技术哲学领域的应有

之义。然而,当下就思想谈思想地研究先秦(儒
家)技术思想,往往存在着“内容缺失”和“视角缺

失”的症结,即以某位思想家一家之言“以偏概全”
地导出倾向性论断,或仅抓住先秦某家(儒家)涉
及技术的言论就宣称获得整体性结论。于是,需
要我们从技术思想所对应的自然观、历史性、社会

性等方面多角度、多层次入手,方能共同揭示先秦

技术思想的“真貌”。因此,以先秦儒家为例,深入

剖析自然观与技术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,论证先

秦儒家自然观对先秦儒家技术思想的“基础”作
用,既明晰了先秦儒家自然观为先秦儒家技术思

想“内容”层面的科学构成,又将为先秦儒家技术

思想提供“视角”层面的有益补充。

一、先秦儒家自然观是先秦

儒家技术思想的重要组

成部分和“基础”

  首先,在探究先秦儒家自然观与技术思想时,
需要明确先秦儒家技术思想中的技术是“人们通

常所说的技术,是搞‘技术工作’中的技术,是生产

技术、工程技术、医疗技术,是针对人与自然关系

的技术”[1],即属于“狭义技术”范畴,而非“一切手

段和方法总和”意义上的“广义技术”。那么,先秦

儒家技术思想则是先秦儒家“以技术为对象的思

考过程、思维意识产物及物化在技术产品中的人

类意识的总和,包括所有对于技术本质的思考,技
术经验和技术知识的总结,技术活动的感悟,技术

后果的反思等”[2]。
其次,对于自然观,陈昌曙先生认为“是人们

对自然界的总体性认识,是关于自然系统的性质、
构成、发展规律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等方面的根本

看法”[3]。张明国教授也认为:“自然观是人们关

于自然界及其与人类关系的总的观点,它是人们

认识和改造自然界的本体论基础和方法论前

提。”[4]根据以上两位学者的总结,先秦儒家自然

观应定位为“先秦儒家对自然界及其与人类关系

的总的观点”。
最后,陈其荣先生提出技术哲学(思想)以技

术为对象进行思考,“主要从人与自然的关系、人
工自然的角度研究技术的本质、结构和发展规

律”[5],并进而确认技术哲学(技术思想)的研究

“是以自然本体论为前提的”。据此,当先秦时期

技术作为直接改造自然世界的手段和方法时,认
识自然与改造自然两者紧密联系、互为表里的辩

证统一关系就通过技术显现出来。于是,“如何认

识自然”是研究“如何改造自然”的有益补充就顺

理成章。当然,两者不仅局限于内容层面的有益

补充,“怎样认识自然”还很大程度上决定着“怎样

改造自然”并凸显出基础性作用。
因此,诚如乐爱国教授提出“中国古代的自然

观是古代科技思想的组成部分,并且是其重要的

思想基础”[6],我们可从三个层面入手,即通过怎

样看待自然并确认自然是什么,通过人在自然界

的定位确认人对自然界能够做什么,通过人应怎

样对待自然并确认人与自然的关系,最终先秦儒

家自然观对先秦儒家技术思想分别奠定了本体

论、主体性、生态性的“基础”。

二、“天行有常”自然观为先

秦儒家技术思想提供本

体论“基础”

  先秦时期并没有现代学术意义上的“自然观”
概念,而先秦儒家最能够代表和涵盖“自然”概念

的则对应着“天”。换言之,先秦儒家对“天”的认

识则代表着对“自然”的认识。其中,孔子、孟子和

荀子等儒家先贤就一脉相承地为我们诠释出“天”
为何物。《论语》①[7]论天,《阳货》:天何言哉? 四

时行焉,百物生焉,天何言哉? 《述而》:天生德于

予。《颜渊》:死生有命,富贵在天。《宪问》:不怨

天,不尤人;下学而上达。知我者,其天乎! 《季
氏》:畏天命。孔子在“天生”“怨天”“天命”和“在
天”等命运、主宰、义理之天外,首次用“天何言哉”
的自问自答正式提出与“四时”“万物”相对应的物

质(自然)之天。《孟子》[8]论天,《梁惠王下》:吾之

不遇鲁侯,天也。《万章上》: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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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之,暴之于民而民受之;莫之为而为者,天也。
《告子上》:天之降大任于斯人也。《梁惠王上》:天
油然作云,沛然下雨,则苗浡然兴之矣。《离娄

下》:天之高也,星辰之远也。孟子在“天也”“天受

之”和“天降大任”等命运、主宰、义理之天外,又明

显增加了“天作云”“天高星远”的物质(自然)之
天成分。《荀子》[9]论天,《儒效》:至高谓之天,至

下谓之地。《天论》:列星随旋,日月递照,四时代

御……夫是之谓天;天行有常,不为尧存,不为桀

亡。荀子更加直接而坚定地从“至高天”到日月星

辰客观运行规律中,得出“天行有常”的物质(自
然)之天结论。

纵观孔子、孟子、荀子对“天”的认识,众多学

术大家均有较一致的分类,冯友兰先生认为“‘天’
概念有五种:物质之天、主宰之天、运命之天、自
然之天、义理之天”[10]。杨伯峻先生认为“天”包
括:物质之天、主宰或命运之天、义理之天。然而,
从先秦儒家技术思想的视角可进一步归为三类,
一是物质之天和自然之天,可统称为物质之天即

指向客观存在的自然界;二是主宰之天和命运之

天,主要存于儒家先贤的情感抒发和感慨之中,并
不意味先秦儒家是完全相信和服从于命运之天,
否则哪会有儒家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的坚持;三是

儒家的义理之天,通过人道和天道求仁的共同目

标可推及天道即人道,人道可合乎天理并至天人

合一。对此,我们需要整体地、历史地、客观地去

重新厘清先秦儒家之“天”。
首先,我们必须承认和正视先秦儒家对“天”

的认识较夏商周有着整体性的变革和超越。随着

先秦儒家对自然现象的不断经验性总结和对客观

规律的科学认识,物质之天(自然之天)逐渐走下

先祖的宗教祭坛及神坛。可以说,先秦儒家自然

观相较于前人最大的突破,正是极大增加了对物

质之天的客观而科学的认识,并郑重宣告“天行有

常”。其次,纵观人类科技史的进程,每一次对自

然界的重大认识变革都需要通过时间的积累才能

实现“螺旋式的上升”。于是,我们不必忌讳先秦

儒家命运之天的残留,而应结合他们表述命运之

天的具体语境,发现其中更多表达着一种基于人

性的情感宣泄和人生感慨,例如孔子对子路发誓

“予所否者,天厌之! 天厌之!”和孔子病中愤慨

道“无臣而为有臣,吾谁欺? 欺天乎?”,其中不是

对命运之天的妥协,而是口头语言的惯性语气。
这也符合先秦儒家自然观“总体上是唯物主义但

蕴含着唯心主义的因素”[4]的历史性特征,即命运

之天并未否定先秦儒家对物质之天的科学认识及

其先进性。最后,在《论语·八佾》“不然。获罪于

天,吾所祷也”中,先秦儒家的义理之天正是其道

德之天,一方面这里的“天”已剥离愚昧化的神秘

性,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神格天,为人们塑造和预设

了一个完美的道德境界;另一方面它又蕴含着拟

人化的道德属性,预示着人们通过道德修行,可达

成“仁”的境界,即与天“合一”。于是,命运之天和

神秘之天被拉下神坛,从而反向论证了“物质之

天”的正确性。同时,更为自然界赋予“有机的”生
命气息,清除了仅供谋算和索取的无生命的、机械

的自然“外壳”。
至此,我们得以历史地、客观地、整体地去定

位先秦儒家之“天”正是物质之天。先秦儒家“天
行有常”的自然观肯定自然界整体上是唯物的、客
观的、“有常的”,并且,“天行有常”正是沿着先秦

儒家认识自然的历史脉络而成的。孔子之天“其
主要意义已不是指主宰人类命运的神,而是指自

然界生长发育的过程”[11]42;孟子之天“有着明显

的神学成分,但这种神学观点不是殷周以来传统

神学天道的继续”[12];荀子在孔孟基础上坚定地

确立了“天行有常”的唯物主义自然观。因此,无
论是物质之天为先秦儒家自然观不断增加着科

学、客观的成分,还是命运之天使朴素的唯物主义

自然观仍残留唯心成分,甚至先秦儒家可以通过

践行“仁”达到义理之天,从另一路径把命运之天

拉下神坛。以上先秦儒家“三类天”整体呈现出

“天行有常”的自然观,从而为人们(技术主体)认
识客观自然提供了认识维度的“可知论基础”;又
为人们(技术主体)通过技术实践来改造客观自然

提供了实践维度的“对象性基础”,从而共同为其

技术思想提供了本体论的基础。

三、“制天命而用之”自然观

为先秦儒家技术思想提

供主体性“基础”

  先秦儒家物质之天的确立,夯实了“天”内含

客观的、物质的自然属性,为人们挣脱神秘之天和

宗教之天神格化、宗教化的统治,从而有尊严地面

向自然“站”起来,奠定了认识维度的可知论基础

和实践维度的对象性基础。然而,先秦儒家自然

观绝未止步于本体论层面的基础作用,它还通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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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体性的确立及技术主体能够通过技术实践生产

并创造技术产品,彰显出技术主体的能动性和积

极性。
先秦儒家先贤的重要创举之一正是提出并贯

彻人类是独立于“神灵”和“禽兽”的族群,人因为

德行和心性的强大而彰显主体的尊严。对此,有
学者高度评价道:“如果说,孟子在中国思想史上

最先树立了伟大的个体人格观念,那么,荀子便在

中国思想史上最先树立了伟大的人的族类的整体

气概”[13]。孔子在《论语·微子》正式提出:“鸟兽

不可与同群”,道出人超越鸟兽之实。《论语·卫

灵公篇》“人能弘道,非道弘人”之“能”,坚决地展

现出人的能动性和积极性。同时,儒家之道的达

成并非坐井观天式的消极等待,而是“当仁不让于

师”的主动践行。《论语·述而》更提出:“仁远乎

哉? 我欲仁,斯仁至矣。”这进一步彰显人们追求、
修行“仁”这一儒家核心理念的主体能动性和自信

力。《孟子·离娄下》:“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

……”。这表明人与禽兽等自然界其他生物的区

别在于人可以“君子存之”,能够“明于庶物,察于

人伦”,且“由仁义行”。那么,如何实现仁义,孟子

通过“爱人不亲反其仁,治人不治反其智,礼人不

答反其敬”,表明人应通过主动地、积极地、自觉地

反躬自省,弥补自身仁、智、敬等方面的差距,去实

现爱、治、礼,进而“行有不得者,皆反求诸己,其身

正而天下归之”。于是,先秦儒家独有之积极、主
动、自觉的主体性确立落实到其自然观层面,即
“通过人这一德性主体的实践活动、创造活动而得

以实现”[11]67,在人能认识自然的本体论基础上表

现出人亦能改造自然的主体性“基础”。
同时,《孟子·尽心上》曰:“万物皆备于我,

反身而诚,乐莫大焉”,又曰:“尽其心者,知其性

也;知其性,则知天矣”。此处的“万物”和“天”均
属于先秦儒家自然观的“自然”范畴,那么,通过

“反身而诚”和“尽心—知性—知天”的修行路径,
表明“我”可承载世间万物,并反身求“诚”可至“大
乐”。这种人从本性上与天道相通意味着人通过

“求诚”“尽心”“知性”等自我努力,就能理解、认识

甚至把握自然。这里即使“求诚”及“‘知天’的途

径和方法有唯心意味,但在人能够认识自然的问

题上却毋庸置疑”[14]。《荀子·礼论》:“人有气、
有生、有知,亦且有义,故最为天下贵也。”对此,荀
子通过人与水火、草木、禽兽之比,进一步明确了

人在自然界的“贵”位即主体性地位。《荀子·天

论》更是不再盲目歌颂自然界之伟大,而是从人能

够通过技术实践改造自然出发,展现出“从天而颂

之,孰与制天命而用之?”的绝对自信和豪迈气概。
至此,从“人能弘道”到“尽心—知性—知天”再到

“制天命而用之”的自然观,为先秦儒家技术思想

奏响“主体性基础”的“最强音”。
当然,这种主体性基础并非标榜人类的盲目

自信和自我膨胀,而是基于先秦儒家对自然本体

及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。例如孔子的“工欲善其

事,必先利其器”和孟子“离娄之明,公输子之巧,
不以规矩,不能成方员”。“预善先利”的落实和

“规矩成方圆”都表明,先秦儒家自然观中主体性

的彰显绝非违背自然客观规律的恣意妄为,而是

在客观认识自然基础上的理性确立。

四、“仁民而爱物”自然观

为先秦儒家技术思想

提供生态性“基础”

虽然,先秦儒家已经彰显出人作为技术主体

的能动性和积极性,但这种主体性的彰显并非无

限度的扩张和方向缺失的冒进,它始终受到先秦

儒家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即“仁民而爱物”的自然观

限制。《孟子·尽心上》:“亲亲而仁民,仁民而爱

物”,其中,即使有亲亲、仁民、爱物的层次性区分,
但最终的落脚点都凝练在“仁民而爱物”中。仁爱

万物将使得主体(技术主体)的实践合于人类从自

然界中获得生活资料并守护自然的目的,而非无

限度地向自然索取造成生态坏境的恶化。这种仁

爱自然即仁惠自身的“有机的”和“整体性”的自然

观,必然给技术思想赋予技术应符合人与自然和

谐的“主旋律”。
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提出:“不违农时,榖不可

胜食也;数罟不入洿池,鱼鳖不可胜食也;斧斤以

时入山林,材木不可胜用也,……养生丧死无憾,
王道之始也。”《荀子·礼论》也认为“圣王之制也:
草木荣华滋硕之时,则斧斤不入山林,……春耕、
夏耘、秋收、冬藏,四者不失时,……而百姓有余食

也。污池渊沼川泽,谨其时禁,……而百姓有余用

也。斩伐养长不失其时,……而百姓有余材也”。
这里,孟子和荀子通过“时”的概念进一步诠释了

“仁民而爱物”的自然观,即人们应该遵守“时”、维
护“时”、顺应“时”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自然观。
其中,先秦儒家之“时”应用到农业技术上,就指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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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作物生长发育的自然客观规律;落实到林业或

渔业技术上,则指向森林植被、鱼鳖水产等生长发

育的自然客观规律。
人们若要使技术实践合于“不违时”“不失时”

改造自然的目标,首先,需要认同人虽异于禽兽,
但并非趾高气昂地凌驾于自然万物之上的观念。
“君子”之所以贵,在于他们即使追求更多的生活

资料,也不会放任自己向自然生态无节制、无限制

地索取。其次,先秦儒家自然观明确了需顺应春

夏秋冬不同时令来从事农林牧渔等方面的技术实

践。这也与其认识维度的可知论基础密切相关,
其技术实践是以科学、客观、合规律的认识为基础

的。最后,先秦儒家通过对“时”的科学认识和顺

“时”而“耕、耘、收、藏”,使得技术实践既合于“不
违时”的目的性,又合于明“时”知天的规律性,从
而保障人通过技术实践可以获得“余食”“余用”和
“余材”,保障人工自然始终处于能够自我修复的

承受范围内,保障人的技术实践都符合人与自然

和谐共处的主旋律。
可见,先秦儒家“仁民而爱物”的自然观规范

着人们从事技术实践应顺“时”而为,并从儒家“王
道之始”或“圣王之制”的高度,坚定地确认了其技

术思想的生态性“基础”,即人通过技术实践向自

然获取生活资料必须以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生

态和谐为基础和前提。

五、结  语

当下,面对技术思想人文性和生态性缺失等

原因造成的生态危机,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

生态观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“认识论、价值论和方

法论等方面的理论支撑和思想指南”[15]。然而,
正如有机马克思主义代表柯布宣称的 “我相

信,儒家和道家思想很有帮助”[16],我们还需充分

认识到先秦儒家“天人合一自然观和马克思主义

生态自然观的相融性”[17],并从先秦儒家自然观

中汲取弥补当代技术思想人文性和生态性缺失的

有益养分。
其实,当我们剖析先秦儒家自然观为先秦儒

家技术思想提供本体论、主体性和生态性“基础”
时,先秦儒家自然观蕴含着有机的、动态的、整体

的、和谐的生态理念就跨越历史,为当代马克思主

义生态观的中国化提供着有机论和整体论层面的

“生态”价值启示。对此,从技术思想视角,这种

“生态”价值也对应着前述先秦儒家自然观得以显

现。一是先秦儒家“天行有常”的自然观,为人们

能够认识自然并通过技术实践改造自然奠定了可

知论及本体论的基础。这种基础中,先秦儒家义

理之天指向“天人合一”所蕴含的拟人性、有机性、
人与自然互通性,甚至命运之天对自然的敬畏性,
都为消解人与自然疏离和技术异化,塑造出一个

并非僵化的、机械的、与人对立的“活”的自然,即
可由人道至天道的有机自然。二是先秦儒家“人
能弘道”“尽心知天”到“制天命而用之”的自然观,
宣告人们是可通过技术实践积极改造自然的行动

者,彰显出人类作为技术主体的能动性基础。这

种基础中,先秦儒家“万物皆备于我”的反躬自省

和尽心而后知性、知性而后知天的修行理念,表明

通过心灵的、德性的修行来保持精神的饱满、价值

观的坚守和心境的自由,可以抵抗因技术异化造

成人的物质化和自由的缺失。三是先秦儒家“仁
民而爱物”的自然观倡导仁爱的范围要扩展到自

然万物,人与自然应符合“王道之始”或“圣王之

制”的规定:任何技术活动的开展和技术产品的应

用都需要一种生态性的制约和基础。这种基础

中,先秦儒家将人、技术与自然予以统一连接,约
束着技术实践应符合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前提,
技术对自然的改造应处于自然生态系统的自我修

复范畴内,进而凸显出先秦儒家生生不息、万物一

体的有机自然观,为拯救技术侵害自然导致生态

危机提供了价值论层面的“和谐”理念。
因此,通过剖析和厘清先秦儒家自然观对先

秦儒家技术思想的基础作用,既摆脱了就思想推

演技术思想的研究局限,向先秦儒家技术思想“内
容”层面深度挖掘、提炼出自身的重要组成部分,
又为先秦儒家技术思想在“视角”层面,向外拓展

出自然观层面的有益补充,更为丰富马克思主义

生态观,切实推动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中国化,进
而解决技术思想人文性和生态性缺失及生态危

机,提供了浓厚的整体论和有机论的生态因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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